
您现在的位置： 近代中国研究 >> 专题研究 >> 经济史 >> 文章正文

北洋政府时期华资银行业内部关系三个层面的考察            【字体：小 大】

北洋政府时期华资银行业内部关系三个层面的考察

作者：杜恂诚    文章来源：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8-17

在中国金融史上，当政府的作用弱时，行业的作用就强，当政府的作用强时，行业的作用就弱。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金融发展呈自由市场
形态，政府不起重要作用，华资银行业的内部关系非常紧密而富有创造性，具体来说，可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层面：以中、交两行为核心  

  所有的华资银行都以中国、交通两行为核心，团结在中、交两行的周围。在中国、交通这两个核心银行之中，有的华资银行更多地靠近中国
银行，如所谓的南三行，有的则更多地靠近交通银行，如所谓的北四行。 

  形成这种核心与外围关系的第一个原因，是有的华资银行就是在中、交两行的直接帮助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张嘉璈说过："对当时已经成
立的浙江兴业、浙江地方银行，尽力帮助，对上海银行、大陆银行的发起和成立，也都竭尽绵力。"上海银行刚刚设立的时候，张嘉璈等积极赞
助，上海中国银行率先同上海银行建立同业往来户，由于中行的支持，上行的业务发展很快。陈光甫也颇有自知之明，上行成立伊始，便认定
其"欲扶翼中、交两行而为其辅助机关"的宗旨。曾任浙实董事长的胡济生，说上海中行的张嘉璈"对于吾行格外关切"，"公谊"既厚，"私情"亦
洽。盐业银行吴鼎昌在1918年曾说，该行经营较为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交两行以国家银行之资格特别指导"。金城银行则在融通资金、汇
兑业务、外汇买卖等多方面得到交通银行的特殊照顾。因为金城银行的创办人中，不少原本就是交行中的实力人物。受过中、交两行的特殊照
顾，也就是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或者说投桃报李，这就自然形成了核心与外围的关系。 

  形成核心与外围关系的第二个原因是许多华资银行都领用中、交两行的钞票，特别是中国银行的钞票。这就是借用中、交两行的信用来扩大
自己的业务。例如：1915年浙江银行领用中钞100万元， 保证金为现金六成、证券一成。而浙兴因"纯系商股"，"故合同权利在理宜较浙江行为
优"，最高限额可达500万元，保证金则为现金五成、 证券二成半。1916年，浙兴津行在奉天、营口各设分庄，"专司买卖货币等事"，即以所领1
0万元中行钞票作为分庄的开办资本。在存款业务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借领用中钞来开拓银行业务。1917年8月， 浙兴董事长叶揆初和董事蒋抑
卮入京，又与交行订立了领用交行钞票的合同。 

  1922年6月，浙兴开始自己发行钞票，总额暂定1000万元， 现金准备七成，由申、杭、津、汉各行分用。这一举动使中行"颇不满意"，先是
延付浙兴领用中券准备金利息，继而要求浙兴"减少自己兑换券发行额"，遭到拒绝，最后将浙兴领用中券的额度，由500万元减少到300万元。浙
兴在自己能发行1000万元兑换券的情况下，仍不放弃领用中钞的既得权利，中行宋汉章与浙兴之间甚至还为此闹得颇不愉快。这说明，领用中钞
对浙兴是很有利的。浙实与浙江地方银行分开后，原领200 万元中券额度中70万元归后者领用。浙实为此多次与中行协商，要求补足70万元缺
额，得到中行的同意。 浙实"领用中行兑换券流通甚畅"。1919年9月，大陆银行创办不久，"业务日繁， 现金出入殊与顾客不便"，于是便向天
津中国银行领用天津地名中钞40万元，交付现金20万元、公债25万元作为保证金，"并双方商定办法14条"。 

  1923年末，浙江实业、中孚、东陆、浙江兴业等8 家私营华资银行领用中、交两行兑换券已达7799970元。 一般银行领用中交两行的钞票，
也就促成了核心与外围关系的形成。 

  第三个原因是许多华资银行对中交两行的投资入股。北洋政府在持续的财政窘迫中，将中交股份作抵，向银行借款，到期不还，官股便转为
银行所有。以中国银行为例：1921年7月，财政部以中行股票120万元，向5家华资银行抵借90万元，后到期无力偿还， 官股便变成银行所有
的"完全商股"。另一种情况是中交两行在增资时，商办银行的入股。如1921年中行增资，张嘉璈到南方游说，劝说"各实业团体，及各商业银行
合募股份若干"，起而响应者有上海、浙兴、浙实、金城等四家银行，上海、浙兴各认股20万元，浙实认股14万元，连旧股共20万元，估计金城
也是这个额度。张嘉璈在劝募各实业团体和银行集股时，向李铭等人陈述了过去中行商股"向多散漫"，而"希望有团体结合为股东之重心，可使
中行办事渐合于正轨"的意图。这些重要华资银行作了积极的响应。这些银行成为中行的股东，相互关系也就更为密切了。 

  华资银行以中交两行为核心，形成了一种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密切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才使华资银行在如履薄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得
以生存和发展。 

  在通常的情况下，核心对于外围少不了时时给予照顾，若遇危难之秋，核心对外围也少不了帮忙，但风潮中往往首先需要"保帅"，因而往往
会出现外围集中保核心的现象。1916年上海中行拒受停兑令，浙兴董事长向董事会报告说，华资"银行公会公议维持中国沪行营业，有款者各以
款助，无则以财产借作押款"，浙兴"在中国沪行为最大存户，助中行即所以自助"。1921年挤兑风潮中，浙兴对天津中行的押放款16万元正好到
期，"其时挤兑风潮正紧，势难收回，故准其转期1月"，并另外给予25万元透支款。浙兴对北京中行押放款10万元到期，也准其续转3个月。正如
中孚银行主持人所说，中交挤兑"来势甚骤， 猝不及防，然亦卒赖群策群力，得以维持于不弊。于此足征我国金融界之进步，良可欣庆"。 

  甚至不在风潮时期，外围保核心的事例也时时可见。1918年，北京中行已停止限制兑现，但在汇兑方面推行一种新的"迟期汇兑"办法来"维
持票价"，这对中行有利，而使与其有汇兑关系的其他华资银行"已无利益之可言"，但"京师各同行对于中行既有感情关系"，"均仍照旧履行"，
中孚京行主管杨瑜统等虽心中不满，"亦只得从众，以免贻人口实"。1918年8月，天津证券交易所即将成立，张嘉璈赴津，要求浙兴津行总经
理"不可放弃，力劝入股"，"并称将来中行如有为难处"，非请浙兴"在证券交易所暗中帮忙不可"。浙兴董事会议准从命。平日里，浙兴对于中
行，没少给予业务上的协助，常对中行融通资金。如1918年12月，浙兴京行对当地中行放款10万元，以京钞抵押；1919年4月，浙兴京、 津分
行"合做中行京钞存单押款洋40 万元"；1919年5月，浙兴杭、汉、京、津四分行"合做北京中行押款洋60 万元"，数额越来越大。中南银行成立
不久，就于1921年4月19 日对北京交行押放62万元，又于同年6月1日"以勃利公司名义"对中交两行期票贴现放款100万元。这些业务上的帮助，
对于中交两行是重要的；而中交两行的巩固和发展，又是中国银行业共同发展的基础。 

      第二层面："南三行"、"北四行"等协作行关系  

  协作行的关系对于增强华资银行的对外竞争力和克服种种经济和社会的困难，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中南银行成立于1921年，因其系华侨资本，而获得了钞票发行权，但规定必须十足现金准备。没有钞票发行权的金城、盐业、大陆三行与中
南携手，实行四行联营。四家银行合组了联合营业事务所，经营联合放款。又建立四行准备库，联合发行银行券。1923年又联合开办了四行储蓄
会，广泛吸收存款。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的组织"营业既各不牵涉，合做亦不受束缚，且有互相扶助之义"。四行仍是各自独立的，但相互辅翼，
壮大实力，"以期金融界之实力可与实业界之需要相因应"。可以说，四行联合营业，是华资银行联合营业之先声。同时，相对于进一步的金融集
中，这种协作式的联合还只是初级阶段的。 

  南三行虽然没有成立联合营业事务所之类的机构，但也有多方面的协作关系。例如：浙兴获得钞票发行权以后，浙实便与其洽商，该行杭州
分行拟领用浙兴上海地名钞票，以50万元为额，交入七成现金准备和三成公债。这一请求获得浙兴的同意。1926年上海银行同浙兴订约，领用浙
兴钞票200万元，条件与浙实大体相同。1923年3月，上海、浙实、浙兴、大陆四行的在沪机构订立了"互通往来办法"共七款，在立户往来、透
支、利息、汇兑、拆款和买卖银元等方面通力协作，互给优惠。这一协作关系与北四行的成员有所交叉。 

  在北四行、南三行内部，以及在更大的范围内，华资银行相互间都有不同程度的协作关系，如相互融资、拆借。例如：1918年2月， 浙
兴"申、汉、杭合做新华银行中、交钞票押款10万元，以中、交钞票25万元四成作押"；1918年5月，浙兴汉行两次拆与中孚银行共合洋12.5 万
元；1918年12月26日，浙兴申行拆与上海银行洋6万元， 次日便予收回；1923年1月，浙兴总行"对上海、浙实户贴现各20万元， 此款系以一个
月之各种票据向我行（按：即浙兴）贴现，月息6厘"。 这里只列举了浙兴对其他银行拆放款的例子。事实上，这种关系是相互的、普遍的和大
量的。此外，银行为了扩大在押放和押汇业务方面的相互合作，还共同设立银行公栈。例如，1924年10月1日，大陆银行董事会通过了大陆汉支
行加入该地银行所公组的公栈，认为此举"对外对内均有极大关系"。 

  有一种说法，认为华资银行界，乃至范围更大的实业界，其中投资创办人和中坚多来自浙江和江苏两省，因此称之为"江浙财阀"或"江浙财
团"。 

  以投资人或经营者的籍贯来划分财团，本来并无不可，但问题是中国资本主义在北洋政府时期还远远没有发展到"财团"的阶段，以后也从来
没有达到过。"财团"或"财阀"是企业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指大型的现代企业集团，有内部统一的组织和管理。这与实业家来自某个地区，以及他
们之间的乡谊或某人同时投资于几个企业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第三层面：银行公会  

  华资银行业内部关系的第三个层面，是同业组织。到1927年为止，由于政局动荡、军阀割据等原因，华资银行全国性的同业组织还刚刚起
步，发挥作用不大，但地区性的同业组织则有相当力量。 

  上海银行公会 在地区性同业组织中，上海银行公会无疑是最为重要的。1917年，由张嘉 首倡，上海的中国、交通、浙兴、浙实、上海、
盐业、中孚等七行集议组织银行公会，并于同年5 月创办《银行周报》。1918年7月8日，上海银行公会正式成立，会址在香港路，会员银行除了
以上七家外，聚兴诚、四明、中华、广东、金城等五家也次第加入，会员银行共计12家。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上海银行公会章程，选出董事7
人，并由董事互选宋汉章、陈光甫为正副会长， 李铭为书记董事。1919年5月，上海公栈事业并入公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公推中国银行为
总经理。1920年9月，改选盛竹书、 钱新之和孙景西为正副会长和书记董事。1922年9月，改选盛竹书、孙景西为正副会长。1924年9月，上海银
行公会修改章程，允许依照中国法令注册设立的中外合资银行"变通入会"，并改选倪远甫、孙景西为正副会长。 从公会成立，到1924年，东
莱、大陆、东亚、永亨、中国实业、东陆、正利、中国通商、中南、农商、工商、中华懋业、中华汇业等也相继加入公会。 

  上海银行公会成立以后，采取了许多联合行动。1921年1月， 上海银行公会各会员银行参与承募交通部600万元车辆借款。3月，公会会同钱
业，组织上海造币厂借款银团，负责发售造币厂国库券250万元， 实际发售365万元。7月3日，中法实业银行停兑，公会为维持金融市面，组织
会员银行垫款代兑，渡过难关。9月， 公会提议各会员银行对行员加以劝戒，切勿卷入社会盛行的投机事业中去。1922年10月，公会发布通告，
指出"公债失信，流毒社会"，要求政府停止发行新的公债，并呼吁全国银行界采取一致行动，予以抵制。1923年11月，沪埠银根奇紧，银行公会
与钱业公会协商，采取了协调行动。1924年10月，银钱两公会再度携手，致电北京财政整理会及总税务司，要求维持内债信用。 

  当时，上海钱业公会附设汇划总会，成为上海每日清算汇划票据的中心，而上海的外国银行，则是划头票据的清算中心（注：除相互汇划
外，当日到期，次日付现的，称为汇划票据；而当日到期，当日付现的，称为划头票据。）。华资银行多是汇划和划头两者兼用的，票据的清算
要通过汇划总会和外国银行进行。为改变这种状况，1922年2月， 上海银行公会发起创设上海票据交换所，并草拟了章程草案33条，但因各行营
业习惯不同，一时难以求得统一。以后多次复议，又都以种种原因搁置下来。因此，在这一阶段，上海的华资银行始终未能建立自己的票据交换
中心。 

  天津银行公会 天津是最重要的商埠之一，中国主要的华资银行，都在天津设有总行或分行。天津银行公会的设立时间，与上海银行公会相
差不多。该会以"联络同业感情，维持公共利益，促进银行业之发达，矫正营业上之弊害为宗旨"。凡实收资本在20万元以上，设立满1 年，经银
行分会两名会员介绍，都可以加入公会为会员。 

  天津的本国银钱业，堪称合作的典范。他们的合作有个别的，也有整体的。天津的银号或钱庄，往往分别同华资银行结成所谓"靠家关系"，
即前者在资金周转不灵时，靠后者来扶持。前者向后者浮借款项，大多不计息，少数低息。1924年9月，天津的银行公会和钱业， 为了维持津埠
金融，共同订立公约，决意"患难共扶"，"各以忠诚恳挚之意思，互相负维持之义务"。天津银行公会还同钱商公会、总商会和外国银行公会华帐
房联合组织金融维持会，共同维护天津金融。 

  汉口银行公会 汉口是华中的金融中心。华资银行在汉口开设分行的很多。1917年4月，一些华资银行发起组织金融研究会，同年11月，由
金融研究会改组成为非正式的银行公会组织，没有制定章程，参加者只有中国、交通、浙兴、聚兴诚、盐业、中孚、华丰等7家。1920 年11月，
由中国银行领衔的9家银行正式成立汉口银行公会。 

  据调查，1922年，各地银行公会会员计有上海21家、北京22家、天津19家、汉口11家、杭州7家、南京7家、蚌埠5家、济南9家。 

  各地的银行公会也不时派代表集中开会，就若干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并采取一些全国性的协调行动。1920年11月，上海银行公会发起
在沪举行银行公会联合会议，得到北京、天津、汉口、济南、杭州、蚌埠等地银行公会赞同。12月5日至8日，会议经四天讨论，作出四项决议：
一、希望政府确定财政方针；二、希望政府整理内国公债；三、希望政府统一币制；四、推举委员7人，担任研究新银行团事宜。 这些问题都是



事关金融界全局的大事。1921年5月， 银行公会第二届联合会议在天津举行。1922年4月第三届会议在杭州举行。1923年4月第四届会议在汉口举
行。1924年4月第五届会议在北京举行。 这样的联合会议基本上每年开一次，所讨论的都是银行界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议题差不多都是财政、
币制、公债等方面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即使不在联合会议期间，各地银行公会也常互通声气，采取一些共同行动。这主要还局限于舆论方面。如
1924年1月，各地银行公会发表联合宣言， 坚决反对南方军阀攘夺内国公债基金。银行公会的联合会议制度及平时的合作，为银行界全国组织的
正式创立逐步准备条件。 

  以上华资银行在三个层面的积极活动和创新精神，到南京政府垄断金融业以后就荡然无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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